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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导向下土地覆被演变模拟
———以深圳市为例

何海珊１， 赵宇豪１，２， 吴健生１，２，∗

１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城市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２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表过程与模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全球碳排放水平的不断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越发严重，导致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损失，这种失衡发展的态势促使着

各个国家开始探索低碳环保的发展模式。 为了探究何种土地利用组成可以更好的为低碳城市服务，以深圳市为研究区，结合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现状结构和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规划结构分别估算出碳汇最大化情景和碳排放量最小化情景下 ２０２０ 年各土地利

用类型的数量结构，并运用 ＦＬＵＳ 模型模拟出深圳市土地利用类型在这两种情景下的空间分布特征。 最后，从碳密度和碳排放

视角对比这两种情景的低碳效益。 研究结果如下：①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土地利用总碳盈余均比 ２０２０ 年少，且
碳汇最大化情景下土地利用总碳盈余最小。 碳汇最大化情景下耕地、园地和林地面积增加而水域和建设用地减少，碳排放最小

化情景下园地和林地面积增加来源于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减少，这两种低碳情景的碳汇能力增强而碳排放量减少；②碳汇

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林地明显增加故而土地利用总碳盈余均比实际情景小，而园地和草地的缩减和扩张是引起两种

低碳情景碳密度和碳排放量有差异的主要原因。 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西部和东南部主要是碳密度增加和碳排

放减少的区域，而中部是碳密度减少和碳排放增加的区域。 因此对中部区域进行重点调控，有利于深圳市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实

现。 研究可以为深圳的低碳发展提供规划建议，同时给其他区域的低碳规划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低碳情景；土地利用变化；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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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历来是各国科学家和政府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全球变

暖［１］。 如果不采取减排措施，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夏季温度将会比工业化前高出 ４℃以上［２］，亚洲的夏季温

度将会比工业化前增加 ６℃，而亚洲某些高纬度地区增温将会高达 ８℃ ［３］，并且增温的趋势不会减缓。 全球温

度的持续升高导致了水资源匮乏［４］、海平面上升［５］、高温热浪［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７］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全

球变暖带来的环境灾难，引起了国际间的强烈关注。 １９９２ 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通过控

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２００５
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从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起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

的义务。 ２０１６ 年正式签署的《巴黎协定》为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 同时，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ＳＤＧｓ 中的 ＳＤＧ１３ 气候行动，明确表示到 ２０３０ 年投资 ２—４ 万亿美元，用于促进减排措施和应对灾

害风险。 为了实现和完成低碳减排的目标和任务，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使之实现最大化的碳储存和最小化的

碳排放，对全球碳水平降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土地碳排放计算方法可总结为 ３ 种，分别是实验法、能源法和生命周期法。 实验法是用整体或抽样

的方法实地测算特定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源的污染浓度和排放流量，这两者的乘积即为二氧化碳排放

量［８⁃１５］。 能源法是指基于温室气体清单计算的碳排放，其主要的标准和协议分别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 （ＩＰＣＣ） 的技术报告和方法指南以及世界资源研究所（ＷＲＩ）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ＷＢＣＳＤ）的温

室气体议定书（ＧＨＧ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１６⁃１８］。 尽管全球城市都存在一些报告、登记和交易排放量的计划，但它们主要

基于 ＩＰＣＣ 指南和温室气体协议的标准和协议。 生命周期法不仅考虑生产链中的直接消耗，还考虑废品循环

利用的碳能源储存与转换，从产品的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消耗量、损失量、
积累量、转换量都需纳入计算内［１９⁃２０］。 如 ＩＣＬＥＩ（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ＵＮ ／ ＷＢ（联合国环境署、
联合国人居署和世界银行）、ＥＣ－ＣｏＭ（与欧盟委员会市长公约）等均将基础设施、燃料和车辆碳循环过程纳入

生命周期法计算中。 本研究基于 ＩＰＣＣ 框架采用能源法计算深圳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基于实验法借鉴深圳市

或其附近地区的碳排放系数研究文献获取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碳排放。 而土地利用变

化结构模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进行模拟预测。 如裴亮等［２１］

基于马尔可夫模型预测了大凌河流域未来近 １０ 年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赵小汎

等［２２］运用灰色预测模型探究了江西省新建县各个土地利用类型在数量上的变化趋势。 付玲等［２３］采用 Ｂ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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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神经网络构建城市增长边界模型（ＵＧＢＭ），预测了北京市 ２０２０ 年的城市增长边界。 许月卿等［２４］ 构建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土地利用变化空间驱动力模型，分析了张家口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并对未来建设

用地空间格局进行模拟和预测。 Ｈａｎ 等［２５］ 基于多目标线性模型，预测了不同优化情况下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５ 年

的深圳市土地利用数量结构。 第二个方面是对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进行模拟。 如陈宝芬等［２６］利用 ＣＡ 和多

智能体（ＡＢＭ）分析了福州市为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城市用地扩张在微观格局上的变化。 马冰

滢等［２７］基于 ＣＬＵＥ⁃Ｓ 模型，模拟了 ２０２５ 年京津冀城市群在“生态保护”、“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经济发

展”４ 种土地利用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空间配置格局。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ｙ 等［２８］ 基于 ＣＬＵＥ⁃Ｓ 模型预测了伊朗巴格萨

里亚流域 ２０３０ 年的土地利用结构。 此外，还有些学者基于 ＧＥＯＭＯＤ 模型［２９］、ＡＧＥＮＴ 模型［３０］ 等对各类土地

进行空间结构模拟。
然而，上述的大部分研究在运用模型时，往往将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概率单独进行训练和估算，忽略了

土地利用类型与多种驱动因子之间的模糊和不确定关系，从而导致在计算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概率时往往会

产生一部分不可避免的误差。 而 Ｌｉａｎｇ 等［３１］ 提出的 ＦＬＵＳ（Ｆｕ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模型可以较好的解决

上述问题。 ＦＬＵＳ 模型是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元胞自动机模型的基础上整合人工神经网络选择机制建立的，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用来绘制历史土地利用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的有效方法，比传统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３２⁃３３］等方法更加能够展现出各个驱动因子与各个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能够有效地处理各种土

地利用类型相互转换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ＦＬＵＳ 模型不仅能够处理复杂的土地利用变化［３４］，还能够明确模

拟各类土地利用增长的长期空间轨迹［３１］，因此近期在土地利用模拟方面受到了广泛关注。 如 Ｌｉ 等［３５］ 使用

ＦＬＵＳ 模型得出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评估气候极端事件对蒙古高原植被的影响。 Ｆｅｎｇ 等［３６］利用该模型

模拟了宁波地区海平面上升的情景，并评价了该地区未来的区域环境风险。 Ｌｉａｎｇ 等［３１］ 和吴欣昕等［３７］ 则耦

合了 ＵＧＮ 模型与 ＦＬＵＳ 模型，分别评价了珠江三角洲不同发展情景下城市边界的变化，为城市规划提供了

建议。
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域，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２０１８ 年末，深圳市 ＧＤＰ 达到 ２４２２１．９８ 万亿，超越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排名第一。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飞

速发展和经济的迅猛提高，深圳市的碳排放量迅猛增长［３８］，不利于深圳市的可持续发展。 故而，深圳市亟需

找到土地利用结构与低碳排放之间的合理平衡点并相应增大其生态效应，同时，以深圳市为例，不仅可以为深

圳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提供依据，对其余地区也有着引领和示范作用。 因此，本文基于土地利

用政策及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现状估算出深圳市 ２０２０ 年碳汇最大化情景和碳排放量最小化情景下各个土地利

用类型的数量结构，其次运用 ＦＬＵＳ 模型对土地利用结构进行空间上的模拟研究，并对比它们之间的土地覆

被差异，以期为深圳的低碳发展提供规划建议，同时给其他区域的低碳规划提供参考意见。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域

深圳市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肩负着试

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其位于广东省的南部沿海地区 （１１３° ４６′—１１４° ３７′Ｅ，２２° ２７′—２２° ５２′Ｎ），总面积

１９９７．４７ ｋｍ２，下辖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盐田区、宝安区、龙岗区、坪山区、龙华区、光明区和大鹏新区

（图 １）。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温约 ２３．１ ℃，多年平均降雨量 １９３５．５ ｍｍ。
１．２　 数据来源

１．２．１　 土地利用结构因子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３９⁃４０］，寻找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应符合以下几个原则：（１）数据的可获得性；（２）
数据的可定量化；（３）在深圳市内存在空间异质性，即寻找的驱动因子不应该在研究区内存在空间一致性；
（４）与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结构具有较大的关联性；（５）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要同时考虑。 本文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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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３ 个驱动因子，分别是深圳市的高程、坡度、坡向、与河流的距离、与海岸线距离、与区中心的距离、与城市中

心的距离、与高速公路的距离、与国道的距离、与省道的距离、与铁路的距离、常住人口密度、ＧＤＰ 密度，其具

体的数据来源和说明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ｄａｔａ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Ｅ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 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７ 可获得坡度、
坡向

交通数据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ｄａｔａ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源环境数据科学
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包括深圳市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的铁路、国道、省道和高
速公路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美国国家橡树岭实验室 ＬａｎｄＳｃａｎ 人口密度、资
源环境数据科学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
ｃｎ ／ ）和《深圳市统计年鉴》

人口密度、ＧＤＰ 密度、城镇中心和城市中心

土地利用数据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ｐｌ．
ｇｏｖ．ｃｎ ／ ）和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心的
ＧｌｏｂｅｌＬａｎｄ３０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将
深圳市土地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
用地和未利用地 ７ 类

河流和海岸线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北京大学地理数据平台 （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ｏｄａｔａ． ｐｋｕ．
ｅｄｕ．ｃｎ ／ ） 深圳市河流和海岸线

　 　 ＤＥＭ：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１．２．２　 碳密度与碳排放

（１）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密度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密度均来源于四大基本碳库，分别为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土壤和死亡有机质碳

库［４１⁃４２］。 计算公式为：
Ｃ ｔｏｔａｌ ＝ Ｃａｂｏｖｅ＋ Ｃｂｅｌｏｗ＋ Ｃｓｏｉｌ＋ Ｃｄｅａｄ （１）

式中，Ｃ ｔｏｔａｌ为总碳存储量；Ｃａｂｏｖｅ为地上部分碳存储量；Ｃｂｅｌｏｗ为地下部分碳存储量；Ｃｓｏｉｌ为土壤碳存储量；Ｃｄｅａｄ为

死亡有机碳存储量。
四大碳库碳密度数据主要来源于已有研究。 地上部分碳密度数据主要参考方精云等［４３］、谭一凡等［４４］ 和

Ｌｉ 等［４５］的研究成果。 地下部分碳密度和死亡有机碳密度，通过国内外文献中相关土地覆被类型地上部分生

物量（碳）密度与地下部分生物量（碳）密度、死亡生物量（碳）密度比例系数以及生物量－碳转换系数［４３，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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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得到的。 土壤碳密度主要参考刘纪元等［４８］、谭一凡等［４４］、Ｌｉ 等［４５］ 和 ＩＰＣＣ［１］ 的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

是，虽然城市建设用地并非完全没有碳存储，但 Ｇｏｌｕｂｉｅｗｓｋｉ［４９］ 指出高度城市化区域碳储量几乎可以忽略，因
此在模型中将其各碳库碳密度设置为 ０。 另外，根据陶莹慧等［５０］的计算方式，得出园地的碳密度。 各土地利

用覆被类型的碳密度，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深圳市各个土地利用类型的碳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碳密度 ／ （ ｔ ／ ｈｍ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碳密度 ／ （ ｔ ／ ｈｍ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１６．４１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０．００

园地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ｎｄ ２６．３０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０．００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１３７．２６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００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１７．９７

（２）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系数

碳排放系数来源于深圳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结果，对上述结果取算数平均数可以减少单一误差给研究

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 具体的数据及其文献来源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系数及其文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碳排放系数平均值 ／ （ ｔ ／ ｈｍ２）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文献中的碳排放系数 ／ （ ｔ ／ ｈｍ２）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７００ ２．７［８］

园地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ｎｄ －７．４４０ －７．７２［９］ ；－７．１６［１０］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２５．７００ －２４．７［１１］ ；－２５．３［５１］ ；－２７．１［１２］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０．１６５ －０．２［８］ ；－０．１３［１３］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０．２４０ －０．１５［１４］ ；－０．３２［５２］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１５］

建设用地碳排放系数的计算是基于间接估算法［５３⁃５４］，其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九种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包
括原油、原煤、汽油、柴油、燃料油、煤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电力［５５］，各种化石能源标准煤转化系数和对应

的碳排放系数分别参考《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每

年的能源消耗总量参照《深圳市统计年鉴》，最终计算出深圳市建设用地的碳排放系数为 １５９．３８ ｔ ／ ｈｍ２。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情景设置

基于深圳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碳密度和碳排放系数，分别构建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的土地

利用结构模型。 按照《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深圳市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统计年鉴》等关于深圳市用地规模的发展限制，对其设置了相

应的约束条件。 利用 ＬＩＮＧＯ 软件对模型进行求解，最后得到两种情景下的耕地（Ｘ１）、园地（Ｘ２）、林地（Ｘ３）、
草地（Ｘ４）、水域（Ｘ５）、建设用地（Ｘ６）和未利用地（Ｘ７）７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为了能够计算出碳汇最大化

和碳排放量最小化情景下的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设置以下约束条件：（１）总面积约束。 深圳市面积为

１９９７６９ 公顷，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总和保持不变；（２）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约束。 根据各土地利用类型在

２０２０ 年的存量以及《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规划 ２０２０ 年的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规划面

积对其进行约束。 按照表 ２ 可以构建出基于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量最小化情景下的目标函数。 其中，碳汇最

大化的目标函数和碳排放量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分别为式（２）和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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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Ｚ） ＝ ２６．３Ｘ１ ＋ １６．４１Ｘ２ ＋ ０ × Ｘ３ ＋ ０ × Ｘ４ ＋ ０ × Ｘ５ ＋ １７．９７Ｘ６ ＋ １３７．２６Ｘ７ （２）
Ｍｉｎ（Ｚ） ＝ － ７．４４Ｘ１ ＋ ２．７Ｘ２ － ０．１５Ｘ３ ＋ １５９．３８Ｘ４ － ０．００５Ｘ５ － ０．１６５Ｘ６ － ２５．９Ｘ７ （３）

２．２　 ＦＬＵＳ 模型

元胞自动机（ＣＡ）被定义为一个离散的动力学模型，由个体之间局部的行为演化出时间与空间上全局的

变化模式［５６］，ＣＡ 模型被广泛的应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预测和模拟，而 ＦＬＵＳ 模型（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ｎ ／ ｆｌｕｓ．ｈｔｍｌ）是基于改进后的 ＣＡ 模型。 由 Ｌｉｕ 等［５７］联合制作出来的能够预测土地利用结构在空间上分布状况的

预测模型。 ＦＬＵＳ 中 ＣＡ 的分配方法分两步实施：首先，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用于训练和估计特定网格单元上城市土地

的发生概率表面；其次，设计的自适应惯性和竞争机制地址各个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竞争和相互作用［３１，３７，５７］。
２．３．１　 ＦＬＵＳ 模型尺度选择

研究尺度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选择合适的研究尺度十分关键。 首先，分别基于 １００ ｍ、
２００ ｍ、３００ ｍ、４００ ｍ、５００ ｍ、６００ ｍ、７００ ｍ、８００ ｍ、９００ ｍ 和 １０００ ｍ 的栅格尺度下，利用 ＦＬＵＳ 模型中的神经网

络训练模块分别生成 ７ 种土地利用类型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发生概率。 其次，用 ＳＰＳＳ 中的 ＲＯＣ Ｃｕｒｖｅ 工具分

别计算不同精度下各土地利用类型的 ＡＵＣ（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值。 从结果可知，１００ ｍ 精度下土地利用类型

的 ＡＵＣ 平均值（０．８２）最大，说明该分辨率下所选驱动因子对各土地利用类型都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 因此，
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和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栅格图层设置成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的分辨率。
２．３．２　 ＦＬＵＳ 模型精度验证

以 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土地利用现状为初始图层，模拟 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土地利用情况，并以深圳市实际土地利

用情况为标准，用 Ｋａｐｐａ 系数对预测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见图 ２。 最终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９０，总体精度为 ９３％，
说明基于 ＦＬＵＳ 模型对深圳市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结构的模拟结果理想，可用于模拟未来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

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模拟图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ｍａｐ ｏｆ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２０１５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情景下的面积数量结构分析

　 　 表 ４ 为碳汇最大化情景、碳排放最小化情景和 ２０２０ 年现状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 由表 ４ 可知，碳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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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景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的土地利用总碳盈余均比 ２０２０ 年少，且碳汇最大化情景的土地利用总碳盈余最

大。 具体分析如下，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碳汇最大化情景下耕地、园地和林地面积的增加来源于水域和建设用地

的减少，其碳存储增加了 １．３４×１０５ ｔ，碳排放量则减少了 １．２３×１０５ ｔ，总碳盈余少了 ２．５７×１０５ ｔ。 而碳汇最大化情

景下园地和林地面积增加来源于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减少，其碳存储增加了 １．０５×１０５ ｔ，碳排放量则减少

了 １．２５×１０５ ｔ，总碳盈余少了 ２．２９×１０５ ｔ。 两种情景相比，碳汇最大化情景下耕地和草地面积增加，水域有所减

少，其碳存储与碳排放最小化情景相比增加了 ２．９７×１０４ ｔ，碳排放量也增加了 ２．０７×１０３ ｔ，而总碳盈余少了２．５７×
１０５ ｔ。 综合可知碳汇最大化情景的土地利用结构效果更佳。

表 ４　 基于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的深圳市土地利用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碳汇最大化情景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碳排放最小化情景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现状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２０２０

面积 ／ ｈｍ２ 碳储量 ／ ｔ 碳排放量 ／ ｔ 面积 ／ ｈｍ２ 碳储量 ／ ｔ 碳排放量 ／ ｔ 面积 ／ ｈｍ２ 碳储量 ／ ｔ 碳排放量 ／ ｔ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４．２９×１０３ ７．０３×１０４ １．１６×１０４ ３．５６×１０３ ５．８３×１０４ ９．６０×１０３ ３．５６×１０３ ５．８３×１０４ ９．６０×１０３

园地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ｎｄ １．９６×１０４ ５．１６×１０５ －１．４６×１０５ １．９６×１０４ ５．１６×１０５ －１．４６×１０５ １．９４×１０４ ５．１１×１０５ －１．４４×１０５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５．８８×１０４ ８．０７×１０６ －１．５２×１０６ ５．８８×１０４ ８．０７×１０６ －１．５２×１０６ ５．８０×１０４ ７．９５×１０６ －１．５０×１０６

草地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 ２．０２×１０３ ３．６２×１０４ －３．３３×１０２ １．０４×１０３ １．８６×１０４ －１．７１×１０２ ２．０２×１０３ ３．６２×１０４ －３．３３×１０２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１．２９×１０４ ０ －１．９４×１０３ １．４６×１０４ ０ －２．１９×１０３ １．４９×１０４ ０ －２．２３×１０３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９．８６×１０４ ０ １．５７×１０７ ９．８６×１０４ ０ １．５７×１０７ ９．９２×１０４ ０ １．５８×１０７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３．５６×１０３ ０ －１．７８×１０ ３．５５×１０３ ０ －１．７８×１０ ３．５５×１０３ ０ －１．７８×１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０×１０５ ８．６９×１０６ １．４０×１０７ ２．００×１０５ ８．６６×１０６ １．４０×１０７ ２．０１×１０５ ８．５６×１０６ １．４２×１０７

图 ３　 低碳情景下的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结构模拟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０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３．２　 低碳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空间模拟

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的土地利用空间模拟结果如图 ３ 所示。 总体来看两种情景与 ２０２０ 年现

状结构同中有异。 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相同点是两种情景下建设用地均主要位于深圳市的西部、中部和东北部，
园地、林地和草地主要位于东南部和中部。 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耕地的空间分布上来看，２０２０ 年深

圳市东南部有少许的水域和零散的未利用地转成两种低碳情景下的耕地，而其他农用地并未转为耕地，这跟

深圳市的生态保护线、耕地保有量政策和退耕还林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从园地的空间分布上来看，２０２０ 年西

北部和东南部有少许的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转变为两种情景下的园地，中部也有少许的建设用地转为园

地。 对于林地来说，主要是零散的园地转为林地，还有少许的耕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转为林地。 从水域

的空间分布上来看，没有其他用地转为水域，其在 ２０２０ 年的空间分布基础上有少许的缩减。 从建设用地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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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上看，其所占的面积百分比依旧最大，深圳市中部的其他 ６ 种土地利用类型或多或少转为建设用地。
从未利用地的空间分布上来看，２０２０ 年仅有少许的水域转为两种情景下的未利用地。 在深圳市西部有少量

的水域和耕地转为草地，而在深圳市东部则有少量的园地转为草地。
３．３　 各情景之间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碳密度和碳排放之间的差异分析

碳汇最大化情景、碳排放最小化情景、２０２０ 年现状互相之间的差异部分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别，而两种

情景间的土地利用结构差异部分在数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别。 两种低碳情景与 ２０２０ 年的差异部分主要是林地

和建设用地，两种低碳情景的差异部分主要是园地和草地。
图 ４ 为两种低碳情景和 ２０２０ 年现状相互之间的土地利用结构差异部分的碳密度和碳排放量及其对应的

土地利用结构占比。 由下图可知，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相比于 ２０２０ 年其碳密度不变区域、增加区

域和减少区域面积均近乎为 ８∶１∶１，而碳排放量不变区域、增加区域和减少区域面积近乎 １０∶１∶１，但这两种低

碳情景相比，碳汇最大化情景下碳密度不变区和碳排放量减少区面积均比碳排放量最小化情景多 １％。 具体

分析如下，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碳密度不变区和碳排放量不变区面积分别均占

８２％和 ７９％，碳密度增加区和碳密度减少区分别均占 １０％和占 ８％，碳排放量增加区域占 ８％，减少区域则分

别占 １２％和 １３％。 两种低碳情景相比，碳汇最大化情景下碳密度和碳排放不变区域分别比碳排放最小化情

景多和少 １％，碳密度和碳排放增加区域均占 ２％，碳排放减少区域比碳密度增加区域多 １％。
两种低碳情景与 ２０２０ 年现状相比，建设用地和林地基数大是导致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碳

密度和碳排放量不变区域占比多的主要原因，同时其略微的扩张和缩减又是引起碳密度变化和碳排放量变化

的关键原因。 而园地和草地的缩减和扩张是引起两种低碳情景碳密度和碳排放量有差异的主要原因。 具体

分析如下，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碳密度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中碳密度和碳排放量不变区域中均为建设用地

最多，其次是林地；碳密度最大化情景下碳密度增加区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碳排放量减少区中均为林地占

地面积最大，相反，碳密度最大化情景减少区域和碳排放最大化情景增加区域均为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最多。
两种低碳情景相比，碳密度和碳排放不变区域均为未利用地占地面积最多，碳密度增加区域和碳排放减少区

域均为草地占比最多，碳密度减少区域和碳排放量增加区域均为园地面积占比最大。

图 ４　 土地利用差异部分的碳密度和碳排放结构及其相应土地利用结构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图 ５ 呈现了两种低碳情景和 ２０２０ 年现状相互之间碳密度和碳排放差异结构。 由图 ５ 可知，碳汇最大化

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深圳市西部和东南部主要是碳密度增加和碳排放减少的区域，而中部是碳密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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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排放增加的区域。 具体分析如下，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碳汇最大化情景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的明显差别在于

碳密度增加区域和碳排放减少区域主要位于东部和西部，而碳密度减少区域和碳排放增加区域主要位于中

部。 对于两种低碳情景来说，碳密度增加区域和碳排放减少区域主要位于西南部，而碳密度减少区域和碳排

放增加区域主要位于中部。

图 ５　 土地利用差异部分的空间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４　 讨论

深圳市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土地总碳盈余持续增加，其原因在于碳源的增加速度远大于碳汇的增加速度。
林地、草地和园地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碳汇主力军，其碳汇能力并没有在这五年间有所增加。 相反，耕地的面积

有所增加，也为整个生态系统增加了少量的碳存储空间［５８］。 从碳源的角度来看，建设用地［５９］ 和耕地［６０］ 作为

生态系统中的碳源重大贡献者，在这五年间其面积都有所增加，碳排放量也不断增加。
在选择深圳市的土地利用驱动因子，相关研究表明坡度［３９，６１⁃６２］、坡向［６１］、高程［３９，６２］ 对土地利用有限制性

作用；距河流的距离对深圳市的土地利用结构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水资源对于工业、农业布局有重要影

响［６１⁃６３］；铁路［６２］、高速公路［６２］、一级道路和二级道路［６３］等交通分布情况同样对深圳市的土地利用有影响；社
会经济因素中的人均 ＧＤＰ 和人口密度对深圳市的土地利用情况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人口密度对土地

利用方式有直接的影响［３９，６１，６３］，而人均 ＧＤＰ 体现区域经济水平， 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状况［３９，６１］。 张津等表示

深圳市的土地利用结构还受到距海岸线距离、距深港带距离有关，深圳是沿海港口城市， 海洋影响土地的用

途，而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 对深圳有影响， 特别是对深圳的二、三产业有重大影响， 间接影响土地利用［６１］。
同时，对于深圳市的政府性区域规划难以用数据量化将其纳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型因素，预测出的土

地利用结构难免与现实有些许差别。 因此如何完善驱动因子来提高预测的精度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地

方。 在本研究中，各因子对土地利用结构的转换概率如图 ６ 所示。 高程和坡度是影响耕地、园地和林地扩张

或缩减的主要原因，且高程和坡度越小，耕地扩张的概率越大，而园地和林地缩减的概率越大。 与市中心、海
岸线的距离是影响草扩张或缩减的关键因子，与市中心距离越大、与海岸线距离越小，草地扩张的概率就越

大；对于水域，本文涉及的因子均对其扩张概率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坡度对其影响最大；ＧＤＰ 和人口密度对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的扩张均有积极作用，与海岸线的距离也对未利用地的扩张有积极作用。 因此在未来土地利

用规划中为了低碳情景，需要时刻关注生态用地和城市用地的平衡化，就要注重人口密度和 ＧＤＰ、自然因子

合理分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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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各因子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概率及其正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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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圈为正向影响，篮圈为负向影响，面积越大则表示其转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概率越大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使用土地利用类型计算碳排放量和碳储量，其与实际值可能具有一定的差距，仅
具有相对意义，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土地碳汇、碳排放量和总碳盈余为指标突出土地的生态功能，重点在于

对比各土地利用类型或各情景下土地的碳量差异，以提出对应建议。 同时，本文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土地利用

数据和驱动因子作为预测 ２０２０ 年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结构，但是由于数据可获得

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预测出更远的、甚至更加长久的深圳市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结构。 因此如何利

用已有的数据或者获取更多有用的数据来分析和反演更加长久的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结构是本文下一步需

要突破的关键点。 其次，文章给出的两种假设情景实际上为比较理想的情景假设，面向更加复杂的现实发展，
如何在中和与发展之间求取平衡，即碳汇和碳排放达到合理配置的状态，营造更多的中间情景，是下一步需要

重点关注的方向。

５　 结论

（１）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土地利用总碳盈余均比 ２０２０ 年少，且碳汇最大化情景下土地利

用总碳盈余最小。 两种低碳情景下建设用地均主要位于深圳市的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园地、林地和草地主要

位于东南部和中部。 碳汇最大化情景下耕地、园地和林地面积增加而水域和建设用地减少，碳排放最小化情

景下园地和林地面积增加来源于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减少，这两种低碳情景的碳汇能力增强而碳排放量

减少。
（２）碳汇最大化与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与 ２０２０ 年现状差异部分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别，而两种低碳情景

下土地利用结构差异部分在数量上存在的差别较小。 前者的差异部分主要是林地和建设用地，后者的差异部

分主要是园地和草地。 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这两种情景的主要碳源（建设用地）在空间上的分布都没有增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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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化是林地增加，且多位于深圳市东南边缘区域和中部零星分布的区域。 对比这两种情景，碳排放最

小化情景下土地利用总碳盈余比碳汇最大化情景大，它们的差异部分在于后者在东西方向多分布的是草地和

园地。 碳汇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情景下，西部和东南部主要是碳密度增加和碳排放减少的区域，而中部是

碳密度减少和碳排放增加的区域。 因此对中部区域进行重点调控，有利于深圳市碳中和和碳达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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